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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臺灣近年來關注的少子女化問題，不僅涉及家戶中的男女在家計上的分

擔，同時更與兒童照顧責任的歸屬有關。如何透過家庭政策的形成，整合家計

承擔與兒童照顧的責任，以期在解決少子女化問題的同時，能兼顧性別平等目

標，是臺灣當前的重要課題。本文擬就既有兒童照顧政策規劃與現行方案中的

政策理念與政策工具進行分析，以理解其所欲形塑的家計承擔者模式，和對性

別平等目標可能產生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臺灣在既有的殘補式社會安全體

系結構影響下，主要採用以公共財為主的理念和政策工具，並朝向修正式的蠟

燭兩頭燒模式前進。這種家計承擔者模式的移轉與可能引發的問題，除了顯示

臺灣在性別平等目標的追求仍有改善的空間外，並提供了未來臺灣在相關政策

理念和政策工具上可能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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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近年來臺灣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少子女化已成了臺灣國家和社會所

共同關心的議題。截至 2010年為止，臺灣的總生育率已下降至 0.9，這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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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已成為世界最低生育率的國家之一。為了改善日益惡化的少子女化問

題，國家在近年來不斷致力於相關政策的研擬與制定。相關研究指出（李美

玲等，2007；楊靜利，2005），低出生率不僅是人口轉型的結果，亦是現代

化不可避免的後果。若未能有家中男性或是政府提供輔助以分擔家務，則生

育率的下滑勢將成為不得不然的趨勢。

因此，在上述的背景下，國家如何透過公共政策的介入，提振低迷的生

育率，已成了解決少子女化問題的主要探討焦點。這種試圖平衡工作與家庭

（生活）的政策，主要包括三大類：𥺼足夠之時間，𥺦充份的收入，以及糍

照顧服務的提供（D’Addio and Whiteford, 2007; Ellingsæter, 1999; Gornick and 

Meyers, 2004）。但實證研究（Anxo, Fagan, Cebrian, and Moreno, 2007）亦指

出，在不同的就業時間，不同的福利給付，以及福利服務提供的混合下，會

產生不同的家計承擔者模式。而它不外乎有三種可能，包括了以北歐國家為

代表之普涵性家計承擔者模式（男女皆為家計承擔者），以法國為代表之修

正的家計承擔者模式（男性為家計承擔者，女性則於婚育階段選擇退出勞動

市場），以及以義大利和西班牙為代表之地中海模式（男性為家計承擔者，

女性則為家庭照顧者）。

家計承擔模式的現實分類，不僅反映了不同福利體制的特性（Esping-

Andersen, 1990; 1999），同時亦和家計承擔的類型有著密切關聯。我們可以試

著將福利體制的現實分類與 Nancy Fraser（1994: 591–618）對家計承擔者模

式的理念類型相互對照，從而得出如下的分類表（請參閱表 1）：透過國家政

策對就業的支持與否，以及將照顧視為是目的或手段來加以區分，不同福利

國家體制可分別對應至不同的家計承擔者模式。就北歐模式而言，其由國家

提供公共就業與公共托育服務等相關政策，進而鼓勵家戶男女就業的普涵性

家計承擔模式（universal breadwinner model）；但相對而言，對留在家中擔任

照顧工作者的政策，則較為缺乏，從而照顧政策被視為是促進就業的重要手

段。而歐陸模式則是透過照顧者津貼的給予，鼓勵照顧者（通常仍是女性）

留在家中從事兒童照顧，形成所謂的照顧給予者平行模式（care giver parity 

model）；但這種模式在就業支持的相關政策則較欠缺。至於英美模式、地中

海模式，以及東亞模式，雖在現實分類上被歸為同一類型，但仍有些許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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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就業╱照顧關係的理念類型與現實模式

分　類 理念類型 現實模式 理念類型 現實模式

就業
照顧

支　持 缺乏支持

作為目的
普涵性照顧

給予者模式

親職假？
理想目標

照顧給予者平行

模式
歐陸模式

作為手段 普涵性家計承擔者模式 北歐模式

蠟燭兩頭燒模式 英美模式

傳統模式

地中海模式

東亞模式（臺灣）

說明：虛線代表一動態過程，說明臺灣目前在兒童照顧政策改革上的可能途徑。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 Fraser (1994); Anxo et al., (2007)。

異：以英美模式而言，在強調市場自律的原則下，國家在就業政策上的相關

支持往往付之闕如，而照顧工作主要是依賴家戶中的女性無償支持，即使國

家提供照顧政策，亦僅被視為是促進就業的手段，從而常形成女性蠟燭兩頭

燒（burn out model）的狀況，亦或只能透過家務勞動市場化的方式，緩解來

自就業與照顧的雙重壓力。而對地中海模式或是東亞模式（如臺灣）（Esping-

Andersen, 1999; 李易駿、古允文，2003）而言，則是在傳統家務分工模式（男

主外、女主內）徘徊的同時，亦面臨現代化的壓力（女性就業的成長），進

而與英美模式產生雷同的現象。

上述理念型與現實模式的相互對照，除了說明不同國家在文化和制度組

合可能產生的結果外，亦突顯了在就業勞動和兒童照顧工作平衡中難以解決

的性別平等問題。如同 Fraser所言，性別平等是一複雜的概念，它不僅應同

時符合將女性與男性一視同仁的標準，還應顧及女性和男性的不同而有著被

差別對待的可能。1是故，如何透過家庭政策的形成，整合家計承擔與兒童

照顧的責任，並兼顧性別平等考量與差別對待的目標，是臺灣當前的重要課

題。然而，臺灣因應少子女化問題提出的兒童照顧政策，主要依循了什麼樣

1  Fraser（1994）認為，性別平等應包括七種規範性原則，它們分別是反貧窮、反剝削、收入
平等、休閒時間平等、平等尊重、反邊緣化，以及反男性中心等。透過這七種原則的評價，

Fraser對普涵性家計承擔者模式和照顧給予者模式提出性別平等的批判，同時建構了所謂的
普涵性照顧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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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理念？這樣的改革理念蘊含了什麼樣的家計承擔者模式，以及會對性

別平等產生何種影響？2另一方面，當這些不同的理念欲落實在臺灣的兒童

照顧政策改革時，又可能會形塑何種家計承擔者模式？

為回答上述問題，本文將以近年來臺灣兒童照顧政策的發展作為焦點，

探討其所運用的主要改革理念與政策工具，對家計承擔和兒童照顧責任的歸

屬，以及對性別平等考量和差別對待目標可能產生的影響。在以下的分析中，

我們將分成五個部分：首先是前言。其次在第貳部分，我們將探討兒童照顧

政策的主要理念基礎，以及其與家計承擔者模式和性別平等與差異對待目標

的關係。第參部分則就臺灣近年來兒童照顧政策的相關研究文獻，政策規劃

與制度發展作一基本的回顧，以瞭解其基本樣貌。第肆部分則就臺灣目前兒

童照顧政策的理念與制度發展作出評論，同時說明其性別平等的政策意涵。

最後則是結論，我們將說明臺灣兒童照顧政策的主要發展路徑、該路徑可能

形塑的家計承擔模式與性別平等意涵，以及這樣的改革所具有的結構性限制。

貳、兒童照顧政策的理念基礎與問題

兒童照顧政策不僅涉及了兒童照顧工作責任的歸屬，更和家戶在就業勞

動與兒童照顧工作之間的性別分工樣態脫離不了關係。因此，在對該政策的

相關理念進行討論前，我們擬先就傳統模式、兒童照顧政策，以及性別分工

樣態的關連性進行理解。除此之外，我們更試圖就該理念型在二十世紀後半

的式微現象進行討論，以瞭解社會結構變遷對傳統模式所造成的衝擊。另一

2  性別平等目標的達成是本文主要關懷目標之一；但另一方面，本文是以兒童照顧政策作為
主要的研究對象。易言之，本文認為臺灣在因應少子女化問題，進而提出兒童照顧政策以

作為因應方案之際，必須將性別平等問題納入考量，理由在於兒童照顧政策對家計承擔模

式的形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在此同時，我們應注意性別平等目標亦非僅透過兒童照

顧政策即可達成。性別平等是兒童照顧政策在制定時應考量的條件，而非主要目標。當我

們在致力於因應少子女化問題，並提出兒童照顧政策之際，其對傳統家計承擔模式可能引

發的變革，特別是對性別平等可能產生的影響，應在政策制定時納入考量。然而，性別平

等的達成，還需從其他許多相關的政策改革著手，兒童照顧政策只是條件之一，而非目標

本身。是故，本文並未將「性別平等」一詞置於標題之中，以避免產生性別平等是兒童照

顧政策主要目標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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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公共財和社會投資理念為主的兒童照顧政策

改革方案亦被提出。究竟在這些不同改革理念的背後，蘊涵了什麼樣的家計

承擔者模式？它們又預設了何種性別分工樣態，以及性別平等的意涵？透過

這些問題的回答，我們希望能釐清不同改革理念所欲達成的性別平等目標？

而這樣的目標預設可能會有什麼樣的盲點與問題？則是我們欲進一步深入討

論的議題。

所謂的男性家計承擔者模式（the male breadwinner model）（Lewis, 2001: 

153），指的是以男性和女性在家戶層次貢獻上的假定作為基礎，男性主要是

負有承擔賺取家計所需之收入（earning），而女性則承擔照顧兒童與老年人的

基本責任。該模式假定了規律且充分之男性就業，以及已婚婦女依賴丈夫之

收入和社會保險保費繳納，進而形成的穩定家庭。在實際的社會行為層次上，

這種純粹的理念型模型並未真正的出現在歷史之中。女性或多或少皆有參與

勞動市場，只是在不同的國家與不同的歷史時期會有程度上的差異。然而在

規範層面上，該理念則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被許多國家視為是規範男女

關係的主要理念，並直接或間接的反映在家庭法與社會政策的相關規範之中。

由於傳統男性家計承擔者模式認為兒童照顧是女性的責任，故在相關制

度與政策規範的設計上，女性被認為是從事和家庭照顧有關的非生產性工作

（亦或稱再生產性工作（reproductive work））。因此，在相關的社會政策設計

上，其是以家庭作為主要的生產單位與社會福利給付的對象。故在該模式中，

兒童照顧政策蘊涵於男性參與勞動市場就業活動與福利給付連結背後的制度

規範。女性透過對男性在就業薪資和福利給付資格的獲得，承擔兒童照顧的

主要責任與義務。

然而在 20世紀後半期社會結構變遷的影響下，女性參與勞動市場人數

的提高、家庭型態的變遷、親密關係的不穩定，以及單親家戶的大量增加，

瓦解了各國原本以男性家計承擔者為主的行為模式（Lewis, 2001: 153–154）。

就兒童照顧政策而言，傳統模式中的「男主外、女主內」性別分工模式，不

僅因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和追求職業生涯的發展，使得婚育年齡不斷的往後

推遲；更因女性大量參與勞動市場，造成傳統兒童照顧政策的失靈。就婚育

年齡的延遲而言，其造成少子女化現象在各國不斷惡化，並形成人口結構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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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現象；就女性大量參與勞動市場而言，其則打破了傳統模式下的性別分工

樣態，從而使舊有的兒童照顧政策無法持續運作。

因此，在少子女化的背景下，兒童照顧政策必須解決兩個問題：除了必

須提振日益低落的生育率，以維持適當的勞動與撫養人口比例外；另一個則

涉及新的家計承擔者模式應如何設計，以因應正在浮現中之新型態的就業與

兒童照顧關係。以下我們將就近年來廣為西方福利國家與社會政策學界所引

用的公共財理念和社會投資理念進行分析。本文以下討論的重心，將置於不

同理念和家計承擔者模式的關係，特別是家戶中的男女，在就業與兒童照顧

中的性別分工樣態，以及相關的行為選擇，藉以釐清兒童照顧政策改革可能

引發的性別平等與差異對待等問題。

一、公共財理念與照顧給予者平行模式

公共財（public goods）是近年來在少子女化氛圍中討論兒童照顧政策的

重要理念，而美國的女性主義經濟學者Nancy Folbre即是其中的代表。Folbre

認為，過去兒童被視為是耐久性消費財。對兒童的投資雖被認為將對父母親

帶來效益，然而該投資亦被認為具有外部經濟（即兒童的養育不只是家戶受

惠）和外部不經濟（即兒童的養育不只是家戶必須負擔成本）的效果（Folbre, 

1994: 86）。這種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一方面將個人在市場利益的極大化視

為是主要的運作邏輯，另一方面又將利他主義看作是家庭制度的基礎。

Folbre認為，以利他主義為基礎的家庭制度，之所以能夠在已開發國家

過去的歷史中順利運作，一方面導因於兒童在幼年時期即是家庭重要的勞動

力來源之一；另一方面亦因擔負主要照顧責任的女性，欠缺在家庭之外找尋

就業機會的能力。隨著勞動市場的成長與勞工地理流動性的增強，對兒童教

育的重視逐漸反映在國家法定教育和勞動市場參與能力的培養。這不僅造成

家戶兒童養育成本的上升，亦間接促成了女性經濟獨立能力的可能。最初，

國家在處理上述社會結構變遷的問題時，僅著重於老人撫養問題的家戶成本

移轉（Folbre, 1994: 87）。然而在此同時，家戶收入移轉至母親和兒童的比例

則持續下降，而女性單親家戶的比例亦因社會結構的轉變而不斷上升。易言

之，兒童照顧成本在過去社會福利制度逐步落實於老年人口的同時，仍被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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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家戶所應無條件承擔；它仍是以利他主義為基礎在持續的運作。

傳統以利他主義為基礎的家戶兒童照顧制度，是建立在父母對兒童照顧

的道德承諾與社會規範上。Folbre（1994: 88）進一步指出了傳統價值觀運作

的可能危機：「長期而言，補償親職勞動承諾的欠缺，將弱化該類價值規範

與偏好」。換句話說，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動，以及兒童照顧成本的增加，家

戶中的主要成員將難以延續利他主義的傳統，持續地承擔無條件承諾兒童照

顧的義務。而這不僅將降低家戶養育兒童的意願，連帶的亦造成家戶彼此之

間在兒童投資上的差異，以及未來發展的持續擴大。

故對公共財理念的主張者而言（Folbre, 1994: 89），家庭政策對未來總體

經濟的運作有著重要意涵：由於兒童所具有的積極外部性，使得我們有必要

透過公共政策與資源的投入，緩和家庭價值日益式微所帶來的危機。而這些

家庭政策，包括了像是對兒童照顧的公共補助；或是透過更進一步的稅式減

免的方式，補償父母親在兒童照顧上所作的努力，都將有助於兒童養育成本

的平均分擔，以及兒童未來機會平等的分佈。

Folbre在 2001年的《看不見的心：經濟學與家庭價值》和 2008年的《重

視兒童：反思家庭經濟學》（Folbre, 2001; 2008）中，則更進一步的對上述公

共財理念作出闡述。首先，透過對傳統經濟學在就業（男性）與照顧（女性）

分工論述的批判，Folbre一方面希望女性得以增加上述分工選擇的空間（Fol-

bre, 2001: 5–6; 2008: 28–38）；另一方面則強調藉由照顧風險與成本的共同分

攤（Folbre, 2001: 22–24; 2008: 61–64），以及傳統經濟指標對再生產工作的忽

視（Folbre, 2001: 55–64, 68–71; 2008: 18–26），說明兒童照顧所具有的公共性。

養育兒童成為父母親快樂泉源的同時，整個社會對兒童照顧的投資，亦可因

兒童未來勞動力供給與稅收支付而得到更多的獲益。然而對兒童照顧的資源

移轉，並非是受到個人利益所趨使。個人或家戶在決定兒童撫養的資源移轉

比例時，常受到既有的制度與社會規範所形塑，特別是對傳統家庭在兒童養

育上所擔負的責任，以及國家在社會安全制度的設計上只重視老年與貧窮家

庭，而忽略了兒童養育對社會集體的重要性（Folbre, 2001: 99–107, 111–127; 

2008: 18–26）。這樣的現象，在當前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影響下，不僅反映在跨

國企業的廠商對兒童照顧措施的漠視，更進一步的投射在高所得家庭對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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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的僱用（Folbre, 2001: 185–189），從而造成家庭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年

輕世代的階層化。

Folbre透過對兒童生活水準的討論、兒童在家戶外的支出成長、父母照

顧兒童所需的時間成本，以及包括既有的稅收與預算對兒童照顧成本的支付

等等，說明了國家（Folbre, 2008: chaps. 6–7）（特別是相對於歐陸國家的美國）

對兒童照顧的公共支持顯得太少。故強化對兒童的公共投資，同時使家庭成

員能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兒童，方能有助於發展兒童的固有能力（Folbre, 2008: 

chap. 10）。因此，Folbre主張父母、選民，以及政策制定者，應該重新思考

傳統的社會與家庭契約。在兒童是公共財而有益於整體經濟發展的前提下，

她主張對家庭與政府在資源分配上的代間移轉作出更多的分析，改進在相關

社會政策上的公共討論，進而協助父母解決兒童養育成本日益高漲的問題

（Folbre, 2008: chap. 10）。

Folbre所提出的公共財理念，除了運用女性主義的觀點，批判性的檢視

了新古典經濟學對家戶經濟運作的利他假定外；同時針對當前的少子女化問

題，提出國家在政策上予以介入和干預的正當理由。然而該理念所欲形塑的

家計承擔者模式為何？首先，公共財的理念係建構在個人主義與理性選擇的

基本假設上。經濟學者最常引用的囚徒困境，即是用以說明當個人在團體中

的貢獻不足以影響公共財的成敗時，對個人而言最佳的選擇即是不貢獻任何

勞力或財力，以成為所謂的白搭便車者（free rider）。然而若每個人皆如此思

考與行動時，將造成團體皆蒙受其害。因此，透過強制手段或是誘因的政策

設計，避免個人理性所導致的集體不利益後果，是公共財理念的論述核心

（Olson, 1965）。Folbre即是透過將兒童照顧詮釋為公共財的方式，希望由國

家負擔起兒童照顧的責任。而其主要的對策，即是藉由主張國家對家戶撫養

兒童成本的適當移轉與分擔，降低父母養育子女的財務負擔，進而促使家庭

提高撫養子女的意願。

但 Folbre在公共財概念應用上的擴大解釋，並未涉及家計承擔者╱兒童

照顧者責任的重新界定。簡言之，公共財的重心在於減少家戶在世代交替和

經濟發展過程中，可能會因撫養兒童而發生白搭便車問題。它將兒童照顧視

為是經濟問題，故透過經濟政策即可加以解決。然而家戶如何分配家計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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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照顧責任，則不在公共財理念的討論範疇。這使得兒童照顧責任，仍深受

傳統性別分工規範的影響。故公共財理念對於家計承擔模式可能的影響，主

要是在於它減輕了兒童照顧者的財務負擔，以及承認從事兒童照顧工作者的

價值。就前者而言，透過稅收或是津貼的發放，有助於減輕家戶在兒童撫養

的財政成本；就後者而言，透過家庭與政府的資源移轉，使得兒童照顧工作

者得以獲得勞動市場外的資源重分配。

公共財理念在不涉及對勞動市場的積極干預和介入下，著重於對兒童照

顧者的財務支持。透過對個人稅收的課徵，以及國家對育有子女的家戶進行

財務重分配，以減輕家戶負擔。該資源重分配的結果，則被用以直接投入在

兒童照顧者，或是兒童照顧活動。這使得公共財理念在形塑新的家計承擔者

模式上，較為接近 Fraser（1994）所主張的照顧給予者平行模式（care giver 

parity model）。該模式主張使承擔家務工作者，能藉由家務勞動或合併部分

工時工作的方式，維持自己與家庭的生計。易言之，從事勞動市場就業和家

務勞動之間的收入差異得以被縮小。透過將包括兒童照顧在內的非正式家務

照顧工作，提升至與勞動市場支薪就業相互平等的地位，照顧者與就業者得

以被平等對待，從而達成性別平等的目標。

然照顧給予者平行模式在性別平等目標的達成上仍有以下的缺陷（Fra-

ser, 1994: 605–610）：首先，該模式往往形成了所謂的「媽咪軌道」（mommy 

track）。在賦予照顧參與者有限給付（通常是勞動市場參與的基本工資）的情

形下，受到勞動市場性別階層化的影響，家戶通常選擇由男性擔任主要的家

計承擔者，女性則擔任照顧給予者。其次，對非正式家務勞動的資源投入與

支持，往往造成女性更難以擺脫傳統的性別分工，阻礙了女性參與其他如政

治、經濟，與社會生活的相關領域。是故，公共財理念雖然有助解決在兒童

照顧上可能發生的白搭便車問題，同時賦予兒童照顧者相對應的社會保障，

然而在缺乏對勞動市場的積極介入和干預的情形下，該模式反而可能強化

「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無助於婦女脫離舊有的活動參與空間。

二、社會投資理念與普涵性家計承擔者模式

如果說 Folbre的公共財理念側重於以經濟政策解決少子女化問題，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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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ing-Andersen的社會投資理念，則企圖從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整合入

手。最初，Esping-Andersen在《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1990）中，藉由

就業和福利的連結，以及去商品化指標的建立，區分出自由（liberal）、保守

（conservative），與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tic）等三種福利國家的類型。然

而這種分析方式受到了來自女性主義者的批評（Lewis, 1997）：認為他不僅

忽略了家庭作為歷史上最大且最重要的福利提供單位（Kolberg, 1991; Orloff, 

1993），且忽略了在家庭中的非支薪工作多是由女性承擔，以及男性的支薪就

業必須受到家庭中非支薪照顧支持的社會現實（Langan and Ostner, 1991）。

其次，去商品化概念的使用意味著女性參與支薪就業，有助降低女性對男性

的依賴。然而在實際上，女性能否參與支薪就業，尚牽涉到去商品化以外的

相關福利服務（Hobson, 1994）。第三，福利制度的階層化不僅及於男性就

業者的去商品化程度，同樣亦及於女性在獲得福利領受資格與給付的額度上

（Orloff, 1993）。

Esping-Andersen在福利國家類型學上的性別盲問題，不僅在日後促使他

在福利國家的後工業社會結構轉型分析上納入對家庭和性別的考量（Esping-

Andersen, 1999），同時並進一步思考女性在未來福利國家改革中的適當定位。 

而具體的解答，可在《未完成的革命》（以下簡稱《未書》）（Esping-Andersen, 

2009）中找到線索。Esping-Andersen的《未書》，就如同其早期著作《福利

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Esping-Andersen, 1990）的標題一般，如何在資本主義

運作的世界中，既能夠維持經濟的持續成長，又能使成長的果實為全民所共

享，是他一直以來思考的重心。而西方福利國家的後工業化結構轉型，不僅

使得經濟成長陷入停滯，連帶的亦造成失業問題的惡化與福利國家的危機。

是故，在後來的著作《後工業經濟的社會基礎》（Esping-Andersen, 1999）中，

作者即著重於服務業就業機會的創造，特別是去家庭化的策略，以極大化就

業機會的供給，進而使就業和福利之間的關係能夠重新回到平衡狀態。

上述的主張在 Esping-Andersen的《未書》中獲得進一步的衍申。該書致

力於回應福利國家近年來因社會結構變遷所造成的危機：它們包括了出生人

口的減少，對兒童的投資太少，以及人口結構的日益老化。而不完整的女性

角色革命，被Esping-Andersen視為是傳統福利國家制度必須調整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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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有性別規範的轉變，一方面雖使女性社會經濟地位得以提高，但卻往往只

侷限於高教育程度，且在職場擔任全職工作的女性。中低教育程度的女性雖

亦獲得大量參與勞動市場的機會，但多是以非典型就業為主的機會（Esping-

Andersen, 2009: 81–88）。這種現象不僅造成女性仍難以擺脫家庭照顧者的工

作，連帶亦因懼怕中斷就業的風險，造成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甚至是家戶

對子女教育投資的不足（Esping-Andersen, 2009: 117–130）。而其不僅會形成家

戶不平等擴大的新興風險，連帶的亦造成福利國家未來就業人口的不足，子

女就業能力水平的低下，甚至是未來老年收入安全的風險（Esping-Andersen, 

2009: 147–154）。故作者提出的因應方案，主要是訴諸於「男性生命歷程的女

性化」（Esping-Andersen, 2009: 99–110）、「增加兒童投資」（Esping-Andersen, 

2009: 130–144），以及「世代契約的重構」（Esping-Andersen, 2009: 154–166）。

Esping-Andersen的回應方式，乍看之下和經濟學主張的人力資本論極為

相似，但卻在意義上有根本的差異。傳統由新古典經濟學家（一如作者在該

書中大量引用的經濟學家Gary Becker（1981）的著作）所提出的人力資本論，

指的是個人在教育上的投資。投資愈大，人力資本即可提高，連帶的使個人

學識與勞動市場需求相關的技術得到提升，進而獲得較高的報酬。換言之，

該理論強調的是個人與家戶對教育的投資。而作者在該書中，則提出了有別

於人力資本論的社會投資觀點。配合性別不平等現象的觀察，作者認為人力

資本的投資不能只是個人的責任，還必須是福利國家的責任。面對少子女化

海嘯的來襲，未來就業人口的不足勢必無法因應資本主義體制的運作。故藉

由去家庭化以強化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意願與能力、藉由增加對兒童幼年時

期的教育投資，以及透過世代契約的調整，增強個人對老年收入安全的責任，

都被 Esping-Andersen視為是福利國家因應未來挑戰的必要調整措施。

同樣都強調對兒童照顧的重要性，公共財理念和社會投資理念在內涵上

卻不儘相同。學術界對社會投資一詞的界定各有其所強調的不同面向。Per-

kins等學者（Perkins, Nelms, and Smyth, 2004: 2–5）曾針對社會投資國家一詞，

就Anthony Giddens、James Midgley、Michael Sherraden，以及 Ruth Lister等

人的著作，歸納出以下的特性：首先，社會投資強調社會與經濟的整合，投

資蘊涵著回收，即社會投資計劃所產生的結果，必須有益於經濟。政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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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需要為目標，且其將產生最佳回饋。易言之，其強調的是社會福利支出

的成本效益結果，並使社會保障進一步現代化，使其能得以持續。其次，社

會投資強調的是機會平等的投資。社會投資的目標在於透過對人力資本的投

資，以強化人們的參與能力。這種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強調，主要目的在回應

精英式、最小國家投資、缺乏社會整合目標，以及可能造成社會分歧等嶄新

自由主義理念。其側重於從結果平等轉型為機會平等，從而強調機會之再分

配與能力的培養。第三，對經濟參與強調。其重視公民的勞動力參與，以達

成社會聚合與經濟競爭之目標。對社會投資理念而言，充分就業目標的達成

取決於就業力，而這必須透過勞動市場的活化手段與終身學習的目標來加以

達成的。

上述的三個特性，與 Esping-Andersen對兒童照顧政策的主張，亦有著相

互呼應的現象。就經濟與社會的整合而言，Esping-Andersen（2009: 104–107, 

137–140）所主張的兒童照顧政策，強調的是透過兒童照顧服務的提供，以及

男性對兒童照顧工作的積極參與，以釋放傳統照顧女性人力至勞動市場。因

此，兒童照顧政策的提供，必須搭配女性勞動力參與提升指標，以檢視其具

體的成效。除此之外，Esping-Andersen（2009: 140–144）認為兒童照顧政策

的另一個目的，在提高兒童未來的人力資本。故兒童教育與照顧服務的提供，

尚必須滿足未來國家與社會對人力資本提升的目的，而非僅止於兒童照顧服

務的取代。最後，就經濟參與的強化而言，Esping-Andersen（2009: 162–166）

認為兒童照顧政策的重要功能之一，即在強化男性和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機

會，以完善個人對自我生命歷程的責任與義務，特別是老年收入安全保障的

建立。

而 Esping-Andersen所主張的社會投資理念與兒童照顧政策，在責任的歸

屬上有著明顯的差異，從而與 Folbre的公共財理念區隔開來。就男性生命歷

程的女性化而言，兒童照顧服務的提供，以及育嬰假的制度規範，其強調成

年男女的就業參與，進而在達成家戶經濟穩定目標的同時，落實個人經濟獨

立，從而強化個人責任。反觀公共財理念，則未強調女性經濟獨立與個人責

任的強化，從而較為側重國家在兒童養育責任上的義務。同樣的責任歸屬，

亦反映在增加兒童投資與世代契約的重構上。就前者而言，兒童教育與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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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的目的，在增加兒童未來個人的就業能力；就後者而言，則涉及個

人對未來老年收入安全的自我負責。反觀公共財理念，它雖然亦將兒童照顧

視為是對未來的重要投資，但其較為重視的是國家對兒童照顧的集體責任，

而未將個人（不論是家戶男女亦或是兒童）參與勞動市場的責任，視為是重

要的考量因素。

然而普涵性家計承擔者模式對性別平等目標的達成亦存在以下的問題

（Fraser, 1994: 601–605）：首先，並不是所有的家務勞動（如妊娠、兒童照顧

等）皆可完全地被轉嫁到市場和國家。在未能具備誘導男性積極參與的相關

政策與配套措施下，婦女往往缺乏足夠的時間從事就業和照顧以外的休閒時

間。其次，該模式將傳統屬於男性的就業領域擴張到女性，從而忽略了女性

的特殊性。Esping-Andersen雖在《未書》中提及男性生命歷程的女性化，希

望男性能積極參與家務勞動。然而該命題是建立在女性薪資收入的取得和男

性相當，進而獲得和男性相對等的協商權力上。在缺乏協助男性積極適應家

務照顧活動領域的相關政策下，該模式無可避免地是以男性就業領域為其主

要發展方向（有關公共財理念與社會投資理念的比較，請參閱表 2）。

表 2：公共財理念與社會投資理念的比較

政策理念
政策意涵

公共財理念 社會投資理念

兒童養育的責任歸屬 社群（國家）責任 個體責任

政策核心
資源重分配（經濟政策

與社會政策的相互分離）

以勞動市場參與為中心的社會整

合（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的整合）

政策工具 稅收、津貼
人力資本的投資、兒童照顧服

務、兒童教育、婦女職業訓練

家計承擔者模式 照顧給予者對稱模式 普涵性家計承擔者模式

就業與兒童照顧的關係
就業：不支持

兒童照顧：作為目的

就業：支持

兒童照顧：作為手段

對性別平等的影響
照顧責任的女性化（忽

略平等）

女性生命歷程的男性化（忽略差

異）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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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公共財理念和社會投資理念的政策意涵比較，突顯了在不同理念

下，經濟政策╱社會政策的分離與結合，在政策工具使用上的差異，以及對

家計承擔者模式可能產生的形塑作用。而 Fraser對不同家計承擔者模式在性

別平等與差異對待目標的分析，亦指出了這兩種理念在政策核心與政策工具

可能面臨的限制。就公共財理念而言，以經濟政策為核心的思考，雖透過資

源重分配肯定了從事兒童照顧工作者的價值，然而在缺乏對女性參與就業活

動的相關政策支持下，女性常被侷限於家庭兒童照顧工作的範疇，而難以有

自由選擇的空間。而對社會投資理念而言，以勞動市場參與為核心之經濟政

策與社會政策的整合，雖提供了兒童照顧政策協助女性參與就業，但該政策

的提供，是以女性就業參與的提升為目的，兒童照顧的相關政策則被視為是

促進勞動市場參與的手段（亦請參閱表 1）。易言之，不論是對兒童照顧施以

資源重分配政策，亦或是透過對兒童照顧的投資促進婦女就業，皆在性別平

等目標的達成上仍存在努力的空間。

參、臺灣兒童照顧政策的發展與現況

以上我們討論了公共財和社會投資理念在兒童照顧政策上的政策意涵，

以及其對家計承擔者模式可能產生的性別平等與差異對待影響。而臺灣在既

有的兒童照顧政策研究，以及近年來的兒童照顧政策發展上，與上述的政策

理念有什麼樣的關係？以下我們將藉由相關文獻和國內政策發展過程的回顧，

釐清臺灣的兒童照顧政策的主要研究取向，以及具體的政策和制度發展路徑。

一、臺灣兒童照顧政策的研究取向分析

近年來隨著少子女化議題受到關注，臺灣學界在兒童照顧政策上的相關

討論亦不斷浮現。這些討論大致可區分為以下的三類：第一類是涉及兒童照

顧中的性別平等問題（家庭為幼托照顧的主要場所），第二類則是家戶使用

既有兒童照顧措施的實證性研究（幼托照顧市場化），第三類則是涉及未來

臺灣兒童照顧政策的規劃與建議（幼托照顧公共化的選項）。

在第一類的研究發現，臺灣家長常承擔主要的兒童照顧者責任。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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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處（2006）的資料顯示，截至 2006年為止，15至 64歲已婚女性之最小

子女，在未滿 3足歲前仍是以「自己」照顧（小孩之父親或母親）居多，占

了 65.79％。3歲到未滿 6足歲之子女，則以私立托兒所為主，佔 39.05％；但

亦有高達 36.78％為「自己」照顧。然而這種多數以家庭為主的照顧，直接的

反映出性別平等問題。研究指出（唐文慧，2011；馬財專、葉郁菁，2008），

中產階級婦女往往是在臺灣高度私有化、市場化兒童照顧體制的社會結構限

制下，作出所謂「自願的（離職）選擇」。然而這種選擇，深受社會文化意識

形態（男主外、女主內），和兒童福利與托兒政策的不足所影響。許多中產階

級婦女除非擁有能兼顧就業和照顧的適當工作（如公教人員），否則在婚育

階段完全退出職場成為專職照顧者，往往被女性視為必然的選擇或是責任。

另一方面，女性亦在退出職場後，重新在志工或是兼職工作等類型中，以建

立其母職的自我認同（工作與照顧的平衡）。上述的研究，指出了既有社會

文化中的性別分工，以及相關公共幼托制度的缺乏對該分工型態的強化。

然而隨著婦女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逐漸參與勞動市場的趨勢下，幼兒

托育照顧往往成了家戶不得不然的選擇。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在近年來托育

需要日益增加的情形下，托育費用往往是家庭對托育服務是否滿意的重要影

響因素之一（李青芬、唐先梅，2007；鄭美惠、謝美慧，2009）。而這主要是

學齡前教育「非義務化」，私立幼托機構供給為主之「市場化」，以及「機構

型態多元化邏輯」影響，進而產生的結構性限制（陳俊升，2005）。以 2011年

的內政部統計資料為例，公立托兒所的家數為 271家，比例僅為 7％；而私

立的托兒所則高達 3402家，比例則高達 93％；社區托兒所則僅有 8家（內

政部統計處，2011）。在以市場化為主的幼托環境中，家長往往一方面感到

私立幼托成本的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卻又因家戶社會與經濟地位的階層化，

限制了家長在公╱私立幼托機構的選擇。臺灣高昂的幼托成本問題，也就在

社會結構（國家對幼托服務提供的欠缺）與個人行動（家戶對幼托機構的有

限選擇）的互動中展開。

而為了能解決上述文化和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相關研究不斷強調如何去

除勞動市場的性別障礙，以及照顧公共化的必要（鄭清霞、洪惠芬，2005）。

臺灣近年來雖透過相關法令的制定與施行，試圖強化女性勞動權益，但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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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支持」依然缺乏（馬財專，2007；馬財專、葉郁菁，2008）。不論是

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或是就業服務法，雖然明訂了對女性工作權

和兩性經濟地位平等的保障，但攸關婦女勞動參與過程中相關之「福利措施」

建構卻仍有不足之處。這使得以中小企業為主的臺灣產業結構，往往難以落

實相關的法令保障意旨。而為了落實照顧公共化，許多研究不斷的強調社會

民主模式理念的優點，以及其在臺灣落實的可能（王正、鄭清霞、王舒芸，

2009；李美玲等，2007；唐文慧，2002；2003；唐文慧、楊佳羚，2006；傅

立葉、王兆慶，2011；劉毓秀，2006；2011）。論者以為，以北歐為主的公共

照顧化模式（在臺灣則被轉化為照顧社區化），不僅可以強化女性勞動參與

率，以減緩因人口老化而可能產生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同時可藉由照顧社區

化，強化家庭育兒的意願，並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上述的文獻回顧，反映了目前對兒童照顧的主要論述方向。簡言之，面

對市場化幼托服務之高昂成本，婦女往往因兒童照顧成本過高而中斷其職業

生涯，從而造成性別不平等問題。而在少子女化現象惡化之際，如何透過兒

童照顧公共化，減低婦女的照顧負擔，促進婦女就業，達成性別平等（而非

差異）目標，則被視為是未來可行的對策。這樣的研究取向，反映了婦女就

業成長的趨勢，並突顯了平價托育服務對婦女就業的必要性。這種混合了公

共財（強調照顧公共化）與社會投資（強調婦女就業的重要性）觀點的論述，

反映在以上臺灣兒童照顧政策的相關分析中。然而以婦女就業促進為主的目

標，在目前主要是透過什麼樣的政策工具來加以達成的？它會對家戶中的性

別關係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我們將透過臺灣兒童照顧政

策的現況與發展的探討，理解相關的政策推動與具體內容。

二、臺灣兒童照顧政策的現況與發展

臺灣的兒童照顧政策在過去受到家庭計畫和傳統家庭意識形態的影響，

呈現出較為父權的特性。就家庭計畫而言，二次戰後在地緣政治的影響下，

美國主導了臺灣的家庭計畫，加速臺灣總生育率下降的速度（蔡宏政，2007）。 

故在家庭計畫推動的影響下，國家長期以來對於出生人口的持續下滑一直未

有相關鼓勵生育政策的介入。這個現象一直要到 1997年後總生育率從 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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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降至 1998年的 1.465，且 2000年的龍年亦未能拉回 1997年的水準時，才

有了較為具體的變化。而就傳統家庭意識形態的影響而言（許雅惠，2000），

政府長期以來無意影響家庭運作的政策取向下，其呈現私有化和家庭化的趨

勢。此外，臺灣長期以來在經濟發展優先於社會發展的前提下，即使國家提

供了相關政策，亦是以殘補式取向的社會救助體系為主。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的趨勢下，臺灣政府曾於 1950年代，在地方縣

市的補助下成立「農忙托兒所」，以協助農民採收，創造經濟利潤。然而這

樣的補助在 1983年以後逐漸消失，國家退出幼兒照顧工作，取而代之的是

幼托照顧工作的市場化現象（翁麗芳、黃怡貌，1995）。1990年代後，隨著

政治解嚴與民主化轉型，臺灣婦女運動開始進行相關社會母職的訴求。2000

年的總統大選時，女性學者進一步參與幼托公共化政策的主張。近年來，隨

著少子女化壓力日益增加，國家逐漸將婦女運動的訴求，反映在兒童照顧的

具體政策和相關規劃上。以下將就現有的政策規劃方案作出說明，同時並針

對現行學齡前（六歲以下）兒童的相關政策作簡單的整理。

㈠少子女化趨勢下的政策規劃方案：人口政策白皮書的制定
人口政策白皮書是臺灣因應少子女化的重要政策規劃方案。2005年起，

行政院即著手人口政策的重新修訂，以期能因應我國人口結構的快速變動。

早在人口政策白皮書的擬定階段—人口政策白皮書之前置研究計畫「因應我

國少子女化社會對策之研究」（李美玲等，2007），即將家庭政策視為是未來主

要的施政著力點。該研究的分析認為，少子女化問題的產生，和女性教育程

度的提高，投入勞動市場比例的提高，婚姻與家庭關係中自由決定之權利與

權力增加，對身體自主權意識的抬頭，以及政治參與的提高等因素有關。另

一方面，臺灣女性勞動參與亦常受婚育因素影響而被迫中斷退出勞動市場，

從而使得女性勞動參與率呈現停滯性發展。故為了促進女性就業，同時鼓勵

生育，應藉由家庭政策協助職業婦女，將家務照顧勞動轉由社會集體分擔。

透過家庭政策的協助，家戶中的男女得以有平等參與勞動市場的權利與機

會，不致因婚育所產生的家庭照顧工作而被迫中斷。這種對女性就業的促進，

除了生育率的考量外，尚顧及人口老化趨勢下之勞動力短缺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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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折衝與協調後，行政院終於在 2008年 3月完成「人口政策白皮書」

的制定（林萬億，2008）。該政策規劃的擬定，雖將問題焦點置於少子女化、

高齡化，以及國際移民所帶來的相關問題與需要上。而在其中因應少子女化

問題的部分，該白皮書提出了近年來在國際學界中常被提到的「工作與家庭

的平衡」政策，作為我國未來人口政策的短程與中程目標，同時將少子化的

重點集中於以下的四個對策：「健全家庭兒童照顧體系、提供育兒家庭之經濟

支持、營造友善家庭之職場環境、改善產假及育嬰留職停薪措施」。從政策理

念來看，少子女化的對策強調的是「提高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並提出家庭和

工作平衡策略」（行政院，2008: 57）。而婦女參與勞動市場衍生的「家務勞動

照顧的成本」，應該由「社會集體分擔」（行政院，2008: 57），讓「女性」不

至於單獨承受家庭的約束。

在該政策理念下，上述的四個主要對策尚可進一步區分為托育服務、離

職計畫，以及彈性工時等具體政策。就托育服務而言，其主張增加社區保母

系統之服務能量與可得性，建立居家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部分負擔制度（行

政院，2008: 59–61）。而藉由兒童津貼的發放，亦可降低家庭養育子女的成

本（行政院，2008: 62–63）。在離職計畫的部分，則以鼓勵男女在子女未滿

3歲前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假，以及提供產假津貼和育嬰留職津貼作為主要方

案（行政院，2008: 66–67）。最後，在工時部分，則強調彈性工時制度的落

實，方便兩性落實照顧子女（行政院，2008: 64–65）。

㈡現行兒童照顧的相關政策
現行六歲以下的兒童照顧政策，主要依家戶年所得和家中幼兒年齡的不

同，由國家提供程度不一的托育補助。首先，國家針對育有二歲以下幼兒之

受雇者和非受雇者家庭有不同之補助（2008年「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

助實施計畫」（行政院，2009））。3其中，受雇者家庭又再分為一般家庭和弱

3  該方案由婦女組織和行政院婦權會所推動，最早始於 2001年起實施的保母支持系統。2008
年，該方案被轉化為「保母托育管理和托育費用補助計畫」，由政府和民間組織合作管理保

母托育，同時透過有限度地補助就業父母的型態繼續運作（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200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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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家庭，前者係指家庭年總收入 150萬元以下；後者則係指低收入戶，或是

幼兒發展遲緩與身心障礙家庭。凡父母雙方或單親一方因就業而無法照顧

者，前者可獲得每位幼兒補助每月 3000元，後者則可獲得每位幼兒補助 5000

元。至於非受雇者之弱勢家庭，因參與職訓，求職或家庭變故而有臨時托育

需求者，每位每月最高補助 2000元。

而針對三歲到五歲之兒童（2003年「中低收入家庭幼童托教補助計畫」

（內政部，2010）），則補助中低收入家庭（直轄市為家庭總收入平均未超過

最近一年消費支出 80％者；臺灣省和其他各縣市則為 90％），每人每學期補

助 6000元。

而五歲以上未滿學齡之幼童，中央政府則自 2007年起，整合了原本的

「中低收入家庭幼童托教補助計畫」、「原住民幼兒就托公私立托兒所托育費用

補助要點」，以及「幼兒教育券」等相關辦法，開始了三階段的托育補助方案

（「扶持五歲幼兒教育計畫」（內政部，2008）），同時在 2010年進一步修正為

「5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內政部、教育部，2010）。2010年起，首先針對

離島三縣三鄉及原住民鄉鎮市全體滿 5足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免學費」

就讀公私立國幼班；並對於家戶年所得 70 萬元以下家庭滿 5足歲至入國民小

學前之幼兒，再依家戶年所得級距加額補助其他就學費用。2011年起，依園

所地區別及家戶年所得提供滿 5 足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免學費」就讀公

立幼托園所（含國幼班）及私立合作園（含國幼班）之機制；對於家戶年所

得 70萬元以下者，再依家戶年所得加額補助其他就學費用（請參閱表 3）。

至於地方政府的部分，近年來隨著少子女化現象日益明顯，各地方政府

亦基於自身財政能力，推出內容不一的相關兒童照顧政策。以台北市為例，

自 2011年起推出「助妳好孕」專案。針對五歲以下的兒童，且家庭綜合所

得稅率在 12％以下者，月發 2500元的育兒津貼；另外，並就 5歲幼童，每

學期減免 1萬 2543元的學費。

而近年來為了因應少子女化現象所產生的托育需要，中央政府亦開始進

行「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原名兒童教育及照顧法草案）的立法。該規劃方案

的主要目的，是針對學前教育照顧品質的提升、因應少子女化所產生的人口

結構變遷，以及配合國際趨勢（特別是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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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民國 100學年度起 5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補助額度匯整表

補 助 對 象

公立（1學年） 私立（1學年）

免學費

補助

經濟弱勢

加額補助

合計每位幼

兒補助額度

免學費

補助

經濟弱勢

加額補助

合計每位幼

兒補助額度

全國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30萬元以下

免學費 
（1.4萬元）

約 2萬元
約 3.4萬元
（即免費）

免學費 
（3萬元）

3萬元 6萬元

逾 30–50萬元以下 2萬元 5萬元

逾 50–70萬元以下 1.2萬元 2.6萬元 1萬元 4萬元

逾 70–110萬元以下 0 1.4萬元 0 3萬元

離島三縣三

鄉及原住民

鄉鎮市

逾 110萬元 0 1.4萬元 0 3萬元

資料來源：內政部與教育部（2010: 18）。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教育部，2009）。該案起始於 1997年，並

於 2001年進入政策規劃階段。2004年時公開政策初步規劃結論，並於 2005

年時確立行政主管機關為教育部和內政部，同時開始規劃法令及相關配套措

施。最初是在內政部和教育部的委託案的基礎上，由教育部法制研修小組提

出「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草案」。2006年時，在歷經多場公聽會與座談會後，

由教育部法規委員會修正為「兒童教育及照顧法」。2009年時，該案經教育

部報行政院修正後，送交立法院審議。

根據教育部的簡報，「兒童教育及照顧法」草案除了延續既有的幼托整

合目標外，更希望藉由提供兒童同享教育與照顧兼具之綜合性服務，使國家

資源得以整合運用，以支持兒童發展，厚植人力資本。該草案除詳盡的規範

了教保服務的內容、組織及資格權益外，並就兒童權益保障和家長權利義務

進行規範。另外，該草案尚針對興辦管理輔導獎勵訂定相關辦法，同時明訂

罰則。兒童教育及照顧法草案將教保服務區分為三類，分別是教保機構之教

保服務、居家式照顧服務，以及社區互助式教保服務。各類教保服務均明訂

收托年齡範圍、人數與主管機關。機構式教保服務可區分為托嬰中心與幼稚

園。其中，托嬰中心為未滿 2歲，5人以上，由內政部主管；幼稚園則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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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至入國民小學前，6人以上，由教育部主管。居家式照顧服務則以出生至

國小階段兒童為範圍，由內政部主管。社區式服務則限於離島，山地及原住

民地區在居家式及機構式服務普及前可提供之例外服務，由教育部主管。上

述類型之服務，不論是人員資格或是人力配置比例，皆明訂於該法之中。

然而在立法推動的過程中，由於各界對幼托整合的看法難以統整，故在

立法時採取二個法案的模式：「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為幼托整合的核心，規

範 2至 6歲幼兒在幼兒園之教保服務事項，主管機關為教育部；而托嬰中心、

居家照顧服務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等教保服務類型，則另外在「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原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中規範，主管機關則為內政

部。2011年 6月與 11月，二法案分別完成立法程序，並於 2012年正式施

行，而居家式托育服務之規範，則延後至 2014年方正式施行。

而和兒童照顧有關的最新政策發展，則是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的發

放。2008年通過之「人口政策白皮書」，明定應於 2008–2009年時，研議完

成實施兒童津貼之可行性報告。而該份報告已於 2009年，委託國立中正大

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完成（王正等，2009）。報告共分六大章，其主要是在少

子女化的背景下，透過對育兒之機會成本進行分析，以釐清國家應如何降低

育兒障礙，共同承擔育兒責任（緒論）。藉由不同觀點的歸納與整理，該報

告主要強調國家分擔育兒責任的必要性（第二章）。除此之外，報告亦透過

各國兒童津貼內涵的比較（第三章）、臺灣兒童支出費用的量化與質化分析

（第四章），以及臺灣兒童津貼的財務籌措和費用估算（第五章），提出兒童

津貼政策的規劃建議（第六章）。

報告最後依據其研究結果，提出普及式兒童津貼政策的建議。首先，其

所指涉的兒童津貼（學齡前兒童），和照顧者津貼不同。考慮到傳統親屬關係

的界定無法配合社會結構變遷所產生的新興家庭組成型態，以及照顧者津貼

在臺灣的制度脈絡中可能僅侷限於就業者的範疇，故其力陳照顧者津貼與兒

童津貼應分開處理的必要性（王正等，2009: 25–26）。簡言之，該報告認為兒

童津貼係基於兒童權利的保障而來，不應和照顧者產生關聯。其次，透過對

兒童基本人權的強調，兒童津貼在給付條件上採均一給付型式，不因經濟狀

況而有所差異；就給付水準而言，其建議設定在 3000至 5000元的範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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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財源，則可透過一般性租稅或是保險費的方式融通（王正等，2009: 117–

120）。

然而這份建議採取普及式兒童津貼的委託研究報告，並未被內政部的政

策規劃案所採納。2011年 1月內政部提出的最新規劃案中，其兒童津貼的發

放對象為二歲以下的嬰幼兒，每人每月補助 3000元至 5000元（依家庭年收

入和胎次之不同，分別領取不同金額），但限家庭年收入不超過 150萬元、

不動產公告現值 650萬、存款不超過 15萬元者才能請領。內政部兒童局長

張秀鴛表示，該案雖已送交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審核，但批准實施的最大

困難在於財源。故考量到可行性，內政部希望就年收入 30萬以下的家庭先

行發放。除此之外，請領津貼之家長須帶嬰幼兒參加每 2個月一次的成長課

程，使政府瞭解兒童是否有發展遲緩與受虐問題，以提供必要協助（自由時

報，2011）。

兒童津貼的發放最後於 2011年 12月定案，並定名為「父母未就業家庭

育兒津貼實施計畫」（內政部兒童局，2011）。4該計畫將補助條件，限於 2歲

以下兒童之父母（或監護人）至少一方因育兒需要而未能就業；其必須為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家戶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稅率未達 20％，且未領取因

照顧該名兒童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或保母托育費用補助者。而每名兒童每月

補助金額則分為別低收入戶 5000元、中低收入 4000元，綜所稅率未達 20％

之家戶，則為2500元。該計畫採申請制，並鼓勵申請人參與親職教育課程。

肆、兒童照顧政策的改革理念、 
家計承擔者模式的形塑，與性別平等和差異問題

以上我們簡介了臺灣兒童照顧政策的規劃與現行方案。然而在這些政策

方案中，其主要的改革理念為何？這些改革理念和政策工具的運用，對家計

4  該計畫已於 2012年 1月正式實施，並規劃有半年的緩衝期，只要在 2012年 6月 30日前申
請並通過者，津貼金額之計算最多可追溯至 2012年 1月 1日。然而由於財政部財稅中心與
勞保局在比對申請資料時發生問題，故延至三月底方正式發出，目前申請人數已有 62000
人（聯合報，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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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者模式的形塑，以及性別平等和差異目標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以下我

們除了先就相關方案的理念進行歸納與整理，同時分析其所具有的特性外，

並將就該理念的運用和家計承擔者模式的形塑進行分析，以理解其對性別平

等可能產生的影響。

一、臺灣兒童照顧政策的改革理念與特性

從制度規範的基本架構來看，既有的兒童照顧制度，是以非義務化的方

式，由「教育」和「托育」兩個系統共同運作（陳俊升，2005）。就非義務

化而言，「國民教育法」將六歲以下的教育對象排除在義務教育系統之外。

而就教育和托育而言，「幼稚教育法」和「兒童福利法」則分別由教育行政

和社會行政體系掌管，在彼此責任相互重疊地情況下，就出生一個月至未滿

六歲的兒童照顧機構，進行教師等專業人員的資格審查，課程標準訂定，以

及機構設置和管理等。

而既有的消極兒童照顧政策，近年來逐漸在育兒成本日益升高的環境影

響下，促使國家重視兒童福利的重要性，同時並鬆動既有兒童照顧政策的非

義務性格。1999年時，行政院內政部設立了兒童局，專責辦理兒童福利業

務。2000年開始施行「發放幼兒教育券實施方案」，其目標即在「縮短公私

立幼稚園與托兒所學費差距，以減輕家長教養子女之經濟負擔」（行政院，

2000）。2003年開始的「中低收入家庭幼童托教補助實施計畫」，則更進一步

強調「協助中低收入家庭之幼童獲得適當之托教服務，以減輕家庭經濟負擔」

（內政部，2010）。

而 2005年起開辦的「原住民幼兒就托公私立托兒所托育費用補助要點」，

則更是依循「原住民教育法」第十條，強調原住民兒童的受教權利（內政部，

2005）。隨著少子女化現象的日益惡化，兒童照顧政策在範圍逐漸擴大的同

時，被賦予了新的責任。2005年的「扶持五歲幼兒教育計畫」，開宗明義的

強調「學前托教制度⋯⋯為影響婦女就業與生育意願之關鍵性因素之一」（內

政部，2008）。而 2010年起推動的「5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則強調「在

人力資本競爭的知識經濟下，透過對幼兒早期的投資⋯⋯累積國家人力資本

的投資，⋯⋯提升國家未來整體競爭力」（內政部、教育部，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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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政策目標，同樣的亦見諸於日後的相關政策規劃案之中。2007年

通過之「人口政策白皮書」，即在少子女化的章節中，強調「少子女化的趨

勢愈益嚴重，⋯⋯而生育攸關的子女養育及教育成本隨即浮出檯面⋯⋯」（行

政院，2008）。而在 2008年制定完成之「兒童教育與照顧法」草案，則除了

強調少子女化的環境變遷外，亦著重於「國家（幼托）資源的整合運用，以

支持兒童發展，厚植人力資本」（教育部，2009）。

和兒童照顧有著間接關係的《研議實施兒童津貼之可行性》研究報告，

以及「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則指出「兒童津貼確能有效降

低家庭育兒經濟的負擔，⋯⋯當務之急應該考量家庭需求與國家財務能力，

⋯⋯透過經濟支持而降低家庭生育子女在經濟壓力的恐懼⋯⋯，提升其生育

意願」（王正等，2009: 4）；「對於育有子女的家庭，藉由國家、社會與家庭三

方共同承擔照顧、養育、教育的責任⋯⋯」（內政部兒童局，2011: 2）。報告

書亦進一步引用「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和相關會議的宣言，指出「我們不

是支出，我們是投資⋯⋯你們稱我們為未來的主人翁，但我們更該被現在就

視為公民的一份子」（王正等，2009: 27）。內政部兒童局長張秀鴛更表明，

「發放育兒津貼主要意義是將孩子當作國家的公共財，由政府協助家長照顧

孩子，是政府的重要投資」（聯合報，2012）藉由對兒童的投資（兒童權利）

和育兒經濟成本的共同負擔（公共財），兒童津貼研究報告認為將在和其他相

關家庭政策的有效搭配下，「提供完善的家戶外兒童照顧服務，讓家長從照顧

義務中釋放，全心參與勞動市場（去家庭化）；透過津貼跟親職假，讓家長從

勞動市場中解放，可以放心參與照顧活動（再家庭化）」（王正等，2009: 36）。

而「父母未就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則認為「藉由發放育兒津貼與推動親職

教育雙軌並行，不僅適度減輕家庭照顧兒童之經濟負擔，亦能提升父母親職

知能，強化家庭照顧功能，維護兒童成長品質」（內政部兒童局，2011: 17）。

上述的兒童照顧政策發展，有著以下的特徵：第一，現行制度與規劃方

案中，大多數的托育服務和相關補助的領受資格，都是以等級不一的資產調

查方式進行審查。若和過去的社會安全制度設計相比較，臺灣在兒童照顧政

策的發展已有些許的不同。在過去的社會安全制度中，以殘補式為主的制度

特徵，使得臺灣在社會福利和社會安全制度給付領受的資格上有著嚴苛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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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及非常少的公民符合資格。然而近年來的兒童照顧政策發展，卻有逐

漸打破殘補式設計的趨勢。除了低收入戶外，兒童照顧服務尚逐步擴及中低

收入家庭，以及年收入在一定所得以下的受薪家庭。和過去相比較，社會福

利政策的給付資格已較過去雖更為放寬，但卻是在限定項目和資格的軌道下

逐步進行。5

第二，兒童照顧服務的適用範圍雖然日益擴大，卻仍未及於全部家庭，

且依資格的不同而給予不同類型和金額的補助。這產生了兩種可能的後果：

對於公立幼托園所而言，以低收入戶和中低收入家庭為主的對象，將無可避

免的產生公立幼托園所弱勢化的現象（葉郁菁，2009）。而當私立幼托園所仍

為市場的主要供應者時，僅針對年所得 110萬元以下的家戶提供部分補助，

將因市場服務價格的居高不下，而難以產生以社會公民地位為資格的普涵性

效果。

第三，工作倫理和家庭責任的持續強化。在近年來發展的兒童照顧政策

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家戶就業責任的強調。以「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

助實施計畫」為例，該計畫將補助對象區分為就業者家庭和非就業者弱勢家

庭，同時對補助額度予以差別化（就業者之弱勢家庭每月 5000元，非就業

者弱勢家庭每月 2000元）（相類似的情況亦見於「父母未就業育兒津貼實施

計畫」）。由此觀之，工作倫理和家庭的照顧責任，仍是臺灣社會安全體系的

主要精神。

5  這種福利給付資格放寬的政策意涵，我們以為可以用正面表列和負面表列的方式來加以理
解。臺灣過去的福利給付，通常有非常嚴苛的資產調查，以及極低的法定貧窮線，作為資

格審查門檻。若不符合該資格，往往被排除在福利給付的範圍之外。這種情形我們以為和

立法中常採用的正面表列概念較為接近，也就是說，資格的審定是以立法技術中常用的列

舉方式，除非是所列舉的範疇，否則一概不適用。在依法行政的規範下，其適用範圍往往

非常有限。而兒童照顧的相關規定，則一方面包括了過去正面表列所指涉之低收入戶或中

低收入家庭的範疇，另一方面包括了年收入在一定範圍以下的家戶，除非家戶年收入不符

合其規定，否則一律可納入該法的適用範圍。這使其在認定範圍上，從過去的正面表列擴

大為負面表列。



356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二、臺灣兒童照顧政策的改革、家計承擔者模式的形塑與性

別平等的關係

臺灣以市場化為主的托育服務提供、少子女化現象的持續惡化，以及後

工業社會結構的轉型，一方面形塑了學界對兒童照顧政策的論述焦點，另一

方面亦構成了兒童照顧政策的改革動力。然而從上述的制度發展特徵來觀

察，兒童照顧政策在近年來雖有相當程度的擴張，但在發展的路徑上仍難以

擺脫舊有社會安全體系的殘補性格。這種東亞儒家倫理模式的福利體制（古

允文，1996；1997；李易駿、古允文，2003），反映了家長式主義的國家責任

觀、家庭主義的強化，以及個人權利賦予的欠缺等特性（張世雄，1999）。由

於儒家文化強調血緣性的縱貫軸，重視上下權威的關係，使得東亞國家（如：

臺灣、日本、韓國）在建立福利政策時，往往缺少西方式的公民社會和權利

地位概念。

那麼，在臺灣殘補式的社會安全體系脈絡影響下，上述的兒童照顧政策

理念和政策工具在相互結合時，可能形塑什麼樣的家計承擔者模式呢？首

先，就政策倡導方案來看，人口政策白皮書的前導計畫—「因應我國少子

女化社會對策之研究」報告書，即引用 OECD的工作報告，強調了「⋯⋯對

育有兒童之夫婦的相關政策支持，因為這樣的決策有著集體利益（collective 

benefits）」（Sleebos, 2003: 5)。而從白皮書的少子女化社會對策總目標來看，

其亦特別著重於相關經濟措施的支持：以健全家庭兒童照顧體系而言，其強

調減輕父母照顧兒童的負擔；就提供育兒家庭之經濟措施而言，則側重於分

擔養育子女的經濟與機會成本；在改善產假及育嬰留職停薪部分，則是以留

職停薪期間的經濟支持作為主要訴求；而在健全兒童保護體系、改善婚姻機

會與提倡兒童公共財價值觀部分，則再次強調兒童公共財的價值理念。

而就白皮書的政策工具來看，上述的各個目標均有不同的重點措施。首

先，就健全家庭兒童照顧體系來看，其重點在於各項費用的補助措施，以減

輕家長負擔。就育兒家庭之經濟支持措施而言，則著重於兒童津貼的階段性

擴大發放。就營造友善家庭之職場環境而言，則是以彈性工時和托育措施之

普及化作為手段。在改善產假和育嬰留職停薪措施方面，則強調了留職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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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的薪資補償。而在健全生育保健體系和健全兒童保護體系的部分，則是

以政策宣導和兒童保護的相關評估和查核體系的建立，作為主要政策工具。

人口政策白皮書，除了延續既有的兒童照顧政策改革路徑外，亦企圖就

正在進行的各個改革方案進行整合。然而在白皮書的內容中，我們發現該宣

示性的政策倡導方案，主要運用的仍是公共財理念，而重點措施（即可能採

行的政策工具），亦多數是以資源重分配作為主要手段。故在家計承擔者模式

上，該白皮書內容雖強調了雙薪父母負擔的減輕，企圖形塑雙家計承擔者模

式；然而在資源重分配為主的政策工具使用下，由於欠缺對勞動市場的整合

等相關工具，婦女就業的品質仍將難以達到和男性相當的水準。故這種公共

財理念的運用，一方面對既有的蠟燭兩頭燒模式進行修正，另一方面亦有著

朝向照顧給予者平行模式前進的跡象。我們就現行的兒童照顧政策來分析，

1999年至 2005年以來的各項兒童照顧方案，其主要的立法目的在降低家庭

（家長）的經濟負擔。透過憑券和現金給付等政策工具，由國家補助中低收入

和原住民家戶的托育費用。故從政策理念而言，該方案較接近公共財理念，

希望透過托育費用的補助，協助家中婦女脫離兒童照顧的責任，以強化勞動

市場參與的可能性。2005年後的兒童照顧政策，雖引進了社會投資理念，企

圖強化對兒童之人力資本投資，以提升知識經濟的國際競爭力，但在缺乏對

勞動市場進行整合的相關社會政策配套下，政策意涵難以產生明顯變化。在

濟貧為主的制度架構中，以托育服務為主的資源重分配，強調的是對較低收

入家戶的經濟支持。

故從家計承擔者模式來分析，在女性仍承擔主要兒童照顧責任的環境

下，對托育的補助只能產生減輕家戶女性照顧責任的效果。在公共財理念與

相關政策工具的影響下，兒童照顧仍被視為是女性的工作，且在傳統以濟貧

為主的社會安全體系中，該照顧責任的減輕，是以家戶中的男女就業作為主

要條件。易言之，透過資源重分配的手段，以托育補助的形式，間接肯定較

低收入家戶婦女的照顧價值。至於一般收入之家戶的兒童照顧工作，則不屬

於臺灣兒童照顧政策介入的範疇。在不涉及資源重分配資格的取得下，就業

與兒童照顧的分工是由家戶中的男女自行協調。是故，在未能擺脫臺灣社會

安全體系既有制度框架的影響下，既有的兒童照顧政策，不僅仍保有殘補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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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且容易造成職業婦女仍停留在就業和兒童照顧的衝突中。故對一般家庭

而言，其仍難以擺脫傳統的蠟燭兩頭燒模式；而對年收入低於一定水準的家

庭而言，它則提供了程度不一的現金給付，協助婦女降低兒童工作的負擔；

然而在促進就業的前提下，我們只能稱之為修正的蠟燭兩頭燒模式。

而甫通過之「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其所主張的基本理念又是什麼？首先，就該法的規劃案—兒教法草案簡報引

用的兩個國際組織所主張的理念來看，OECD強調的對兒童教育與照顧服務

的重組，以使其能確保勞動供給、女性的機會平等、家庭福祉，以及社會整

合（Bennett and Tayler, 2006: 12）。其中，勞動供給品質的保證，有賴於早期

兒童教育的良好銜接。故整合 3歲以下的兒童照顧，並就 3到 6歲的兒童教

育師資進行提升，被OECD視為是和未來勞動市場進行銜接的重要策略。而

就UNESCO而言，其強調 3到 6歲的學齡前兒童教育與學齡後兒童教育的銜

接，建立兒童終身學習的堅實基礎。6是故，兒童照顧教育與照顧法草案的

理念，較為接近社會投資的觀點。而在政策工具部分，該草案主要是透過對

各類兒童照顧機構和人員的規範，以及相關罰責的訂定。

然而從政策目的和政策工具來看，「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和「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涉及的教保機構和人員，而非一般家戶中的成員，故

無涉於家計承擔者模式的形塑。但從托育服務的供給面來看，這二個法案對

於托育服務的另一項政策意涵，是藉由專業人員的培養與資格認定，創造托

育服務的就業機會。藉由就業機會的創造，兒童照顧工作得自家庭中移轉出

來。但另一方面，在兒童照顧工作女性化的影響下，托育服務的市場化亦可

能造成勞動市場的橫向性別階層化（托育服務職業別的女性化）問題。

最後，在「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部分，最初的兒童津貼

可行性評估報告，將兒童視為是公共財，並主張藉由兒童津貼的發放，減輕

父母的經濟負擔。然而在內政部提交的規劃案中，財源不足的問題構成了兒

童津貼普及發放的主要障礙。這使得最後定案之實施計畫，和托育服務一樣，

只能沿著舊有的殘補式社會安全體系架構，對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以及

6  此處資料參考自 UNESCO的網站，特別是有關發展策略的部分（UNESC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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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臺灣兒童照顧政策規劃方案與現行政策方案的比較

政

策

類

別

政

策

架

構

政策規劃方案 現行政策

供給面與需求面 供給面 需求面

人口政策白皮書
托育服務之相關

實施計畫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

與保障法

父母未就業家庭

育兒津貼實施計

畫

政策理念 公共財 公共財 強化人力資本 公共財

政策工具 現金給付、托育服

務機構的建置、理

念宣導

憑券、現金給付 教保機構與人員資格

的規範與查核

現金給付

政策適用範圍 階段性擴大至全民 排富 教保專業人員 排富

家計承擔者模式 修正式的蠟燭兩頭

燒模式朝向照顧給

予者平行模式

蠟燭兩頭燒模式 蠟燭兩頭燒模式

修正式的蠟燭兩

頭燒模式

修正式的蠟燭兩

頭燒模式

就業與兒童照顧的

關係

就業：促進就業

兒童照顧：作為手段

對性別平等與差異

目標的影響

女性照顧責任的強

化

女性就業與照顧

責任的強化

女性就業與照顧

責任的強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所得較低之家戶進行補助。是故，在強調對兒童權利的保障下，對收入較低

之家戶而言，就業婦女的照顧價值得以在資源重分配過程中得到基本的經濟

支持。而對一般收入家戶而言，兒童照顧則仍是家庭的責任，不涉及資源重

分配問題。是故，在家計承擔者的形塑上，如同托育服務一般，一般家庭仍

是蠟燭兩頭燒模式，而低於一定收入的家庭，則是修正的蠟燭兩頭燒模式。

伍、結語

以上我們透過兒童照顧理念的探討、研究文獻的整理，以及相關制度與

政策規劃的發展，初步理解臺灣兒童照顧政策的理念和相關政策工具，對家

計承擔者模式的形塑，以及對性別平等可能產生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大



360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多數既有的政策規劃與政策改革方案，多引用公共財理念作為主要的依據。

但這樣的理念在政策工具的轉化下，並無法產生和公共財理念相對應的照顧

給予者平行模式。受到既有殘補式社會安全體系和財源籌措困難的影響，相

關的現行政策和規劃案，大多採取排富式的給付資格，以及有限度的給付額

度或現金補助。此外，在多涉及以就業為前提的給付資格條件限制下，相關

的政策或方案亦多數具有工作倫理的精神。故就政策可能產生的影響而言，

臺灣係朝向修正之蠟燭兩頭燒模式進行改革。而這樣的改革方向，在不涉及

對勞動市場等相關社會政策整合的情形下，我們至多只能說臺灣的兒童照顧

政策改革，是在以排富為主的條件下，透過兒童照顧相關的補助與給付，促

進所得較低家庭之弱勢婦女參與勞動市場而已。 

修正式的蠟燭兩頭燒模式，意味著臺灣在性別平等目標的追求，只涉及

就業意願的強化，而不涉及就業機會與兒童照顧責任分擔的性別平等相關問

題。當然，我們也可說是臺灣在家計承擔者模式形塑目標的一個中間過程而

已。然而透過上述的分析，我們瞭解到不同的兒童照顧政策理念對形塑不同

家計承擔者模式的差異，以及從傳統模式過渡到其他模式可能遭遇的問題。

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則是透過兒童照顧的主要理念，以及西方福利國家的經

驗，檢視臺灣近年來以兒童照顧政策為主的主要改革措施，可能會對家計承

擔模式產生的影響。而不論是臺灣或西方國家，在普涵性照顧給予者模式目

標的達成上都還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而就傳統之蠟燭兩頭燒模式，過渡至

普涵性家計承擔模式或照顧給予者平行模式之外的選擇—即普涵性照顧給予

者模式目標的達成來看，親職假制度的落實，被認為是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

（請參閱表 1）。然而與兒童照顧政策處境相類似，在西方福利國家近年來的

改革經驗中，常將親職假視為是職業婦女平衡工作與家庭的重要手段，而忽

略了女性在就業與兒童照顧的自由選擇權利，以及男性積極參與兒童照顧動

機的形塑（Lewis and Campbell, 2008; 黃志隆，2009a；2009b）。

西方福利國家的改革經驗，有助於我們理解現行的理念與相關的政策措

施，在改變家計承擔模式上的性別平等目標，可能會引發的相關爭議。易言

之，欲依循理念與相關政策措施改變既有的性別分工與文化結構，並非一蹴

可即之目標；且在改革的過程中，可能引發未意料之結果。透過對理念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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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以及理念型與現實模式的歸納，我們得以理解西方福利國家在兒童照顧

政策上可能遭遇到的性別平等問題。而對上述相關問題的討論與區辨，有助

於我們在性別平等問題上採取更開放的態度，而非教條式的對待性別平等目

標或追求當下、直接的達成。從本文的研究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當這些

相關的理念在落實於臺灣時，在傳統以經濟成長為主之政策目標下，往往受

到傳統制度脈絡的結構影響，從而難以跳脫原有的家計承擔模式與發展路

徑。透過本文的研究，我們得以理解臺灣在兒童照顧政策改革進行的過程

中，不同的改革理念受限於既有的制度框架，從而難以擺脫傳統家計承擔模

式的困境。而對這些相關問題的認識，有助於我們在未來進行相關改革時，

注意到欲達成性別平等目標所要注意的問題。至於是否能提出媲美歐陸或北

歐模式，甚至是實現普涵性照顧給予者模式的建議，則屬另一個研究主題，

有待日後專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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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by bust problem in Taiwan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question of the 
undertaking of breadwinning between man and woman in the household, but also 
the allocation of child care responsibility. The integration of breadwinning and 
child care through family policy formation is expected to resolve the baby bust 
problem and gender e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in Taiwa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olicy ideas and instruments of child care policies and its planning. We try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restructuring the pattern of the orginal model and the 
goal of gender equality behind policy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policy idea and instrument are public goods, and the modified burn-
out model should be reshaped under the institutional legacy of Taiwan’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readwinner model and the related 
problems show room for improvement and ways for the direction of rethinking 
under the goal of gender equality as well as related policy ideas and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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